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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优化 ＩＰＣＣ 方法的中国稻田甲烷排放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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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稻田是重要的农业甲烷排放源，估算其排放量的大小及变化趋势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但当前区域或国家尺

度上的稻田甲烷排放估算研究中，高精度水稻时空分布数据的应用较为缺乏，估算结果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基于 ２０１９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更新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提出的稻田甲烷排放估算方法，更新了我国水稻种植

分布与日排放因子 ＥＦ ，在此基础上估算 ２０１５ 年我国稻田甲烷排放总量并探讨我国稻田甲烷排放的区域特征。 研究表明：①
２０１５ 年我国稻田甲烷排放总量为 ７．５４１（６．８６６—８．２１６）Ｔｇ ＣＨ４ ／ ａ。 其中，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作为最大水稻分布区，其稻田甲

烷排放量整体较高。 全国日排放因子基准值 （ＥＦｃ） 的平均值为 １．２３１（１．１２１—１．３４１）ｋｇ ＣＨ４ ｈｍ－２ ｄ－１，全国日排放因子调整值

（ＥＦｉ） 的平均值为 １．７６４（１．６０６—１．９２２）ｋｇ ＣＨ４ ｈｍ－２ ｄ－１。 ② 日排放因子基准值 （ＥＦｃ） 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南和华南地

区，而日排放因子调整值 ＥＦｉ 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华东和华南地区。 ③受人为因素影响，华南、华东以及华中等地区的 ＥＦｉ

显著提升，而西北、港澳台地区等的 ＥＦｉ 显著下降，表明人类活动在影响稻田甲烷排放的因素中起主导作用。 本研究通过进一

步明晰不同区域的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优化了我国的稻田甲烷排放估算结果，为气候变化背景下估算稻田产生的甲烷排放量

提供了思路，同时也为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部门制定稻田减排措施和重塑作物格局提供了定量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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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ｂａｓｅ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ｒｉ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ｉｃｅ； ＩＰＣＣ；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ｅｓ；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甲烷（ＣＨ４）是仅次于 ＣＯ２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在 ２０ 年尺度范围内，甲烷的增温潜势是二氧化碳的 ８４
倍［１—２］。 近 ３０ 年来，全球大气甲烷浓度在经历先增长后平稳的趋势后，２００７ 年以来又再次呈现快速增长趋

势［３—４］。 已有研究表明，现阶段的甲烷浓度增长与其生物源排放密切相关［５—６］。 其中，水稻是甲烷农业生物

排放源的重要组分之一，约占全球 ＣＨ４排放的 ９％［７］。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消费国，稻田甲烷

排放量约占全球稻田总排放量的 ２４％［８—１０］。 随着经济中心转移以及水土资源错配问题的出现，我国水稻种

植面积和结构显著改变，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北增南减”格局［１１］；此外，水稻种植品种进行了改良优化，进
一步使我国稻田甲烷排放的时空格局发生显著变化。 因此，在更新数据和方法基础上估算我国稻田甲烷排放

为国内核算甲烷总排放量，为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基础数据与理论支撑。
在区域尺度上的稻田甲烷排放估算主要包括数值模型和排放清单两类。 其中，数值模型方法主要利用机

理模型来追踪生态环境因子驱动下的碳循环和甲烷转换过程，以量化稻田甲烷的产生、氧化和排放过程，如目

前广泛应用的生物地球化学模型 （ Ｄｅｎ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ＤＮＤＣ） ［１］、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ＤＬＥＭ）模型［１２—１３］、生态系统模型（例如 ＤＡＹＣＥＮＴ 模型［１４］等）。 然而，数值模型方法对于参

数的要求精细，更适用于较小区域尺度的稻田甲烷排放估算［１５—１８］。 而排放清单方法是全面汇总政府、企业等

单位在社会和生产活动中各环节直接或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形成数值清单以量化不同年份分区域、
分部门、分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现状。 如当前最高空间分辨率的全球排放清单数据—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

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ｅｎｔｅｒ， ＥＤＧＡＲ）、 《 美 国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和 汇 清 单 》 （ Ｕ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ＥＰＡ）以及《ＩＰＣＣ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等。 尽管排放清单方法参数相对

较少，在量化甲烷排放过程和空间格局变化方面有待完善，但该方法为研究大区域尺度的稻田甲烷排放提供

了机遇［１９—２３］。
在排放清单方法中，ＩＰＣＣ（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排放清单方法是利用稻田甲烷排放

７２８９　 ２１ 期 　 　 　 夏唯一　 等：基于优化 ＩＰＣＣ 方法的中国稻田甲烷排放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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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和国家经济活动数据量化水稻生长过程中的甲烷排放量。 目前，已有研究使用的稻田甲烷排放因子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Ｆｓ）主要来自 ＩＰＣＣ 公布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编

著的《２００５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和 ２０１１ 年《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２４—２５］，以及 Ｙａｎ 等于 ２００３ 年提

出的排放因子参数［２６］等。 除此之外，关于稻田分布数据主要采用基于统计数据，难以刻画稻田甲烷排放空间

分布细节。 但实际上，稻田甲烷排放因子会受到水稻品种、水分灌溉条件和有机质含量等水稻生长过程中各

种环境的影响［２２—２７］。 近几十年来，在气候变暖和农业生产条件变化等多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的水稻品种、种
植制度及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重塑了我国的土地利用格局，影响了稻田甲烷排放因子的数值，使得已有研究

基于传统稻田甲烷排放因子所估算的稻田甲烷排放结果不确定性显著增加［２８—３２］。 因此，重新估计我国稻田

甲烷排放因子对量化我国稻田 ＣＨ４排放，明晰稻田在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中的重要角色非常重要。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水稻种类、灌溉方式以及肥料施用等因素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其对稻田甲烷日排放

因子的影响尚未明确。 因此，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９ 年 ＩＰＣＣ 指南更新的稻田甲烷估算方法，利用 ５００ｍ 分辨率的

ＭＯＤＩＳ（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Ｓｐｅｃｔｒｏｒａｄｉｏｍｅｔｅｒ）遥感水稻分布数据，将我国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数值更

新至高分辨率的空间网格中，进一步估算 ２０１５ 年我国水稻甲烷排放量，并探讨各区域稻田减排措施的途径及

管理模式。 通过在高分辨率尺度上量化我国稻田甲烷排放的日排放因子，为优化大尺度稻田甲烷排放量估算

提供数据基础与理论借鉴，同时也为我国各区域制定农业减排政策提供了数据支撑，有助于各地区调整农业

结构进一步服务于我国双碳目标的落实。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ＩＰＣＣ 清单方法估算稻田甲烷排放的因子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包括区域因素、水稻种类、水分管理、稻田

生态系统类型、灌溉模式、有机输入量等。 根据 ＩＰＣＣ 清单方法的数据要求，本研究收集了 ２０１５ 年我国的各类

社会经济活动数据，主要包括不同类型水稻的种植面积（单季稻、双季稻早稻、双季稻晚稻）、水稻种植期间的

水分管理方式（连续淹灌、间歇淹灌）、有机物输入的种类与数量（秸秆还田、混合肥、农家肥、绿肥）以及水稻

生长期的长度。 各数据的具体内容及来源如表 １ 所示。
１．２　 研究方法

ＩＰＣＣ 指南根据不同国家的水稻作物温室气体排放占比、自然环境条件、管理需求、以及数据可获得性等，
设计了方法一（Ｔｉｅｒ １）、方法二（Ｔｉｅｒ ２）和方法三（Ｔｉｅｒ ３）三种级别的稻田甲烷排放估算方法。 其中，Ｔｉｅｒ ２ 中

在估算过程中要求使用特定的排放因子和标定因子，因此该方法更适用于能够计算区域特定排放因子和修正

因子的国家。 本研究采用 ＩＰＣＣ 指南中方法二（Ｔｉｅｒ ２）估算我国 ２０１５ 年稻田甲烷排放总量。 计算公式如下：

ＣＨ４ｒｉｃｅ ＝ ∑
ｉ，ｊ，ｋ

ＥＦ ｉ，ｊ，ｋ × ｔｉ，ｊ，ｋ × Ａｉ，ｊ，ｋ × １０ －６ （１）

式中，ＣＨ４ｒｉｃｅ表示稻田甲烷排放总量，单位为 Ｔｇ ＣＨ４ ／ ａ；ｉ、ｊ、ｋ 代表不同的稻田生态系统、水分状况、有机物输入

的类型和数量等影响稻田甲烷排放量的因素； ＥＦ ｉ，ｊ，ｋ 表示在 ｉ、ｊ 和 ｋ 条件下的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调整值，单
位为 ｋｇ ＣＨ４ ｈｍ－２ ｄ－１； ｔｉ，ｊ，ｋ 表示在 ｉ，ｊ，ｋ 不同条件下的水稻生长期，单位为 ｄ； Ａｉ，ｊ，ｋ 表示在 ｉ，ｊ，ｋ 条件下的水稻

年收获面积，单位为 ｈｍ ／ ａ。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９ 年 ＩＰＣＣ 指南提供的稻田甲烷排放核算方法更新我国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的基准值，该

方法主要依据 Ｙａｎ 等学者提出的稻田甲烷排放的对数正态分布特征［２７］。 由于稻田 ＣＨ４排放量受土壤有机碳

含量、ｐＨ 值、生长季前水分状况、生长季期间水分状况、有机物输入以及气候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基准情景

下稻田甲烷排放影响因子的线性混合模型并进行回归，形成稻田甲烷排放日排放因子基准值与各因素之间的

数量关系。 Ｙａｎ 等学者研究结果发现稻田 ＣＨ４排放量符合对数正态分布的特征，并基于此构建回归模型，通
过对中国范围内的数据集进行回归，得到在假设情况下适用于中国范围内使用的日排放因子基准值与各影响

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公式 ２）：

８２８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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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１５ 年中国稻田甲烷排放量估算数据属性及其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ｅ ｐａｄ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数据内容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参数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空间分辨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双季稻早稻分布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ｄｏｕｂｌｅ⁃ｃｒｏｐｐｅｄ ｒｉｃｅ

Ａｄ＿ｅ 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 １０ｍ

双季稻晚稻分布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ｔｅ ｄｏｕｂｌｅ⁃ｃｒｏｐｐｅｄ ｒｉｃｅ

Ａｄ＿ｌ 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 １０ｍ

水稻分布总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ｏｆ ｒｉ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Ｚｈａｎｇ 等学者已有研究数据［３３］ ５００ｍ

连续淹灌的稻田分布面积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ｆｌｏｏｄｅｄ ｒｉ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ｃｆ ２０１６ 年《中国农业年鉴》 —

间歇淹灌（单一排水）的稻田分布面积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ｆｌｏｏ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ｓｄ ２０１６ 年《中国农业年鉴》 —

间歇淹灌（多次排水）的稻田分布面积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ｆｌｏｏｄ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Ａｍｄ ２０１６ 年《中国农业年鉴》 —

生长季前超过 ３０ｄ 秸秆还田施用比率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ｔｒ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 ｄａｙ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ＲＯＡｏ＿ｓ ２０１６ 年《中国农业年鉴》 —

施用混合肥稻田的施用比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 ｒｉ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ｗｉｔｈ ｍｉｘ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ＲＯＡｏ＿ｃ ２０１６ 年《中国农业年鉴》 —

施用农家肥稻田的施用比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ｆａｒｍｙａｒｄ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ｒｉｃｅ ｐａｄｄｉｅｓ

ＲＯＡｏ＿Ｆ ２０１６ 年《中国农业年鉴》 —

施用绿肥稻田的施用比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ｎ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ｒｉｃ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ＲＯＡｏ＿Ｇ ２０１６ 年《中国农业年鉴》 —

生长季不同水分状况下的调整参数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ＳＦｗ ２０１９ 年 ＩＰＣＣ 指南 —

生长季前不同水分状况下的调整参数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ＳＦＰ ２０１９ 年 ＩＰＣＣ 指南 —

有机添加物的转换系数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

ＣＦＯＡｉ ２０１９ 年 ＩＰＣＣ 指南 —

一定区域内的土壤有机质含量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ａ ｇｉｖｅｎ ａｒｅａ

ｓｏｃｉ 世界土壤数据库 —

一定区域内的土壤酸碱度影响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ｃ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ｌｋａ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ａ ｇｉｖｅｎ ａｒｅａ

ｐＨｉ
世界土壤数据库

Ｙａｎ 等学者已有研究结果［２７］ —

一定区域内的气候条件影响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ｇｉｖ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ＣＬｉ
ＩＲＲＩ 所划分的亚洲农业生态区

Ｙａｎ 等学者已有研究结果［２７］ —

　 　 ＲＯＡ：有机添加物的施用比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Ｆ：换算系数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ＣＦＯＡ：有机添加物的转换系数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ｓｏｃ：土壤有机质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ｐＨ：酸碱度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ＣＬ：气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ＲＲＩ：国际水稻研究所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ＥＦｃ ＝ ｅ０．３６３ ×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ｓｏｃ０．３３７

ｉ × ｅｐＨｉ × ｅＣＬｉ） × ｅ１．１７ × ｅ －０．３０８ （２）

式中， ｉ 表示某一特定地区， ｎ 表示地区总数； ｅ为自然对数，无量纲； ｐＨｉ 表示 ｉ 区域范围内土壤酸碱度的影响

系数； ｓｏｃｉ 表示 ｉ 区域范围内土壤有机质含量的影响系数； ＣＬｉ 表示 ｉ 区域所处的农业生态区的影响系数。 不

同土壤 ｐＨ 以及所处农业生态区的影响系数参考 Ｙａｎ 等人的研究结果［２７］。
为更新和提升我国稻田甲烷排放估算结果及其精度，本研究根据我国区域自然资源禀赋特征以及 ２０１９

年 ＩＰＣＣ 指南中更新的系数修正因子，重新计算 ２０１５ 年我国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调整值。 其中，稻田甲烷日

排放因子调整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ＥＦ ｉ ＝ ＥＦｃ × ＳＦｗ × ＳＦｐ × ＳＦ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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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ＥＦ ｉ 表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调整值； ＥＦｃ 为生长季期间水分状况为持续淹灌且无

有机物输入的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基准值； ＳＦｗ、ＳＦｐ、ＳＦｏ 分别为水稻生长季期间水分状况、生长季前水分状

况以及有机物输入影响的调整参数范围。 其中， ＳＦｗ 和 ＳＦｐ 使用 ＩＰＣＣ 指南中提供的参数范围； ＳＦｏ 是根据

ＩＰＣＣ 指南中有机物输入的换算系数（ＣＦＯＡｉ）进行计算，公式如下：

ＳＦｏ ＝ （１ ＋ ∑
ｉ

ＲＯＡｉ × ＣＦＯＡｉ）
０．５９

（４）

式中： ＳＦｏ 表示有机物输入影响的调整参数范围； ＲＯＡｉ 为有机物输入量，其中秸秆以干重计算，其他有机输入

以鲜重计算，单位为 ｔ ／ ｈｍ２； ＣＦＯＡｉ 是有机物输入的换算系数。
此外，本研究使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７．０ 版 Ｐａｌｉｓａｄ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风险分析插件包中的蒙特卡罗分析工具来评

估本研究稻田甲烷排放估算结果的不确定性。 该工具需要输入的参数包括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基准值、有机

物输入、连续淹灌和间歇淹灌的稻田面积的不确定性范围以及各参数的概率密度函数类型。 本研究参考 Ｙａｎ
等人研究结果确定了各参数的概率密度函数类型［２７］：日排放因子基准值以及修正因子呈现对数正态分布的

特征，其平均值和波动范围来自 ２０１９ 年 ＩＰＣＣ 指南；有机物输入呈现出正态分布的特征，其平均值来自 ２０１６
年《中国农业年鉴》，变异系数 ＣＶ 为 ３０％；连续淹灌的稻田面积呈现出正态分布的特征，而间歇淹灌（包括单

一排水和多次排水）的稻田面积呈现出指数分布的特征，其平均值和波动范围来自 Ｚｈａｎｇ 等学者的已有研究

数据［３３］以及 ２０１６ 年《中国农业年鉴》。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我国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基准值与调整值估算结果分析

２０１５ 年我国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基准值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各地区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间

存在较大差异（图 １）。 在全国范围内，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基准值 ＥＦｃ 分布在 ０—３．４５０ ｋｇ ＣＨ４ ｈｍ－２ ｄ－１之

间，平均值为 ０．９１２ ｋｇ ＣＨ４ ｈｍ
－２ ｄ－１，标准偏差为 ０．７２３。 而在我国水稻种植区域内，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基准

值 ＥＦｃ 分布在 ０—３．４５０ ｋｇ ＣＨ４ ｈｍ
－２ ｄ－１之间，平均值为 １．２３１ ｋｇ ＣＨ４ ｈｍ

－２ ｄ－１，标准偏差为 ０．９４５。 从全国各省

份的分区统计结果来看，各省日排放因子基准值 ＥＦｃ 的平均值较高的区域集中分布在西南和华南地区，其中

广东、香港、西藏、四川和安徽在全国排名前五，平均值分别为 １．７４０、１．６０８、１．４６０、１．３８３、１．２７７ ｋｇ ＣＨ４ ｈｍ－２

ｄ－１；而各省日排放因子基准值 ＥＦｃ 的最大值较高区域主要分布在华东、华中和西南地区，如安徽、江苏、湖北、
四川等地， ＥＦｃ 最大值分别为 ３．４５０、３．４５０、３．３６７ 和 ３．３６７ ｋｇ ＣＨ４ ｈｍ－２ ｄ－１。

２０１５ 年我国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调整值 ＥＦ ｉ 较高的区域 （４．７２０ ＜ ＥＦ ｉ ＜ ７．４１０） 主要分布在华东、华中

和华南地区，这与《２００５ 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提供的不同地区的甲烷排放因子区域特征相一致

（图 １）。 在全国范围内，日排放因子调整值 ＥＦ ｉ 分布在 ０—７．４１３ ｋｇ ＣＨ４ ｈｍ
－２ ｄ－１之间，平均值为 ０．０６２ ｋｇ ＣＨ４

ｈｍ－２ ｄ－１，标准偏差为 ０．４２０。 而在水稻种植区域范围内，稻田甲烷排放因子调整值 ＥＦ ｉ 虽然也分布在 ０—
７．４１３ ｋｇ ＣＨ４ ｈｍ－２ ｄ－１之间，但其平均值升高至 １．７６４ ｋｇ ＣＨ４ ｈｍ－２ ｄ－１，标准偏差为 １．４４８。 全国与水稻种植区

间平均值相差较大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全国非水稻种植区的人为影响因素小（估算中带入的数值接近于 ０），导
致整体平均后的数值偏低。 通过对省级数据进行分区统计发现，排放因子 ＥＦ ｉ 最大值超过 ７ 的地区主要分布

在华东和华南地区，广东、广西和湖北的排放因子 ＥＦ ｉ 最大值分别为 ７．４１３、７．３７２、７．０７４ ｋｇ ＣＨ４ ｈｍ－２ ｄ－１。 而

排放因子 ＥＦ ｉ 平均值较高的地区则主要集中在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广西、福建、安徽、湖南以及广东的排放

因子 ＥＦ ｉ 平均值分别为 ２．６９５、２．５４５、２．３９６、２．３５７、２．３１７ ｋｇ ＣＨ４ ｈｍ－２ ｄ－１。
２．２　 我国稻田甲烷排放总量估算结果分析

２０１５ 年我国稻田甲烷总排放量呈现出明显地域性特征，甲烷排放量主要集中在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
全国稻田甲烷排放总量为 ７．５４１ Ｔｇ ＣＨ４ ／ ａ。 从空间分布来看，稻田甲烷排放总量的最大值和平均值较高的区

域仍主要集中在华中、华南和华东地区。 该地区是我国最大的水稻分布区，稻田分布广且面积较大，此外以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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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５ 年我国不同区域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基准值与调整值

Ｆｉｇ．１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ｅ ｐａｄｄ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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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稻种植为主，水稻生长期长，稻田甲烷排放持续时间较长，最终导致该地区内稻田甲烷排放总量较大。 其

中，华中地区的湖南、江西和湖北稻田甲烷总排放量分别排名全国第一、第四和第五，排放量分别为 １．０７８、
０．８１９、０．７８６ Ｔｇ ＣＨ４ ／ ａ。 华东地区的安徽和江苏稻田甲烷总排放量分别排名全国第二和第六，排放量分别为

０．８６４ 和 ０．６３３ Ｔｇ ＣＨ４ ／ ａ。 华南地区的广东稻田甲烷总排放量排名全国第三，排放量为 ０．８２６ Ｔｇ ＣＨ４ ／ ａ。 而作

为我国粮仓的东北地区，整体排放总量在全国各省中排名较为靠后，黑龙江、吉林、辽宁分别位列全国第九、十
五和十八名，基本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主要是由于东北地区为单季稻，水稻全年生长周期较南方双季稻短，
且年均温较低，甲烷排放通量低。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我国不同区域稻田甲烷排放总量

Ｆｉｇ．２　 Ｔｏｔ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ｅ ｐａｄｄ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５

３　 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与已有研究基于不同方法估算的不同时期全国稻田甲烷排放总量进行对比，来检验本文估算结果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图 ３）。 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稻田甲烷的排放总量的平均值总体呈现出小幅度波动

下降的趋势，主要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对于水稻品种的改良、灌溉方式的改善以及肥料施用的调整等农

业减排措施的推广落实，稻田甲烷的总体排放量有所下降［３４］。 通过横向对比模型估算方法和清单方法的估

算结果表明，相对来说模型估算方法的不确定性范围往往大于清单估算方法的不确定性范围，这主要是受到

２３８９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估算方法内在原理和数据源差异性的影响。 而从纵向视角与其他采用 ＩＰＣＣ 清单方法的研究进行对比表明，
本研究估算的 ２０１５ 年全国稻田甲烷排放总量为 ７．５４ Ｔｇ ＣＨ４ ／ ａ，与已有学者基于 ＩＰＣＣ 方法估算的 ２０１５ 年稻

田甲烷排放量值 ７．３１ Ｔｇ ＣＨ４ ／ ａ 之间的差异较小，进一步证明本研究估算结果的可靠性［２４］。 本研究分析稻田

甲烷排放量估算结果间的细微差别主要来自于水稻分布数据的分辨率优化以及甲烷排放因子的更新。 从不

确定性角度来看，本研究估算结果的不确定性范围明显偏小，表明在核算稻田甲烷排放中通过进一步明确特

定区域的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能够适当减小估算结果的不确定性，这一研究结论也与 ２０１９ 年 ＩＰＣＣ 指南中

提供的 Ｗａｎｇ 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３５］。

图 ３　 近 ２０ 年利用典型方法估算的全国稻田甲烷排放总量结果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ｒｉｃｅ ｐａｄ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２０ ｙｅａｒｓ

图中文献数据来源为 Ｙａｎ 等［２６］ 、Ｈｕａｎｇ 等［３６］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等［３７］ 、Ｌｉ 等［３８］ 、乐群等［２３］ 、２００６ 年 ＩＰＣＣ 指南、Ｚｈａｎｇ 等［１９］ 、Ｐｅｎｇ 等［２０］ 、ＮＤＲ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３９］ 、Ｗａｎｇ 等［１８］ 、Ｃｈｅｎ 等［４０］ 、唐志伟等［２４］ 、Ｚｈａｎｇ 等［４１］ 、Ｚｈａｎｇ 等［２５］学者的研究结论；ＮＤＲ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本研究基于遥感稻田空间分布数据，将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在高分辨率网格中进行量化与更新，形成了

适用于中国地区的稻田甲烷日排放因子参考值，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我国 ２０１５ 年稻田甲烷排放量。 目前，已
有研究大多使用《２００５ 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稻田 ＣＨ４日排放因子的推荐系数，或是 ＩＰＣＣ 指南及典型

研究中提供的日排放因子推荐系数。 但不同区域之间的日排放因子由于气候条件、种植习惯的差异仍存在较

大差异［２９—４２］。 研究根据 ＩＰＣＣ 指南提供的甲烷排放因子计算方法重新量化了适用于中国不同水稻种植区的

甲烷日排放因子基准值及调整值，相较于同类型研究提升了稻田甲烷估算结果的准确性。 而从空间尺度上

看，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省级尺度、地理大区尺度或是全国尺度为主来估算稻田甲烷排放量，为了进一步精确核

算我国的稻田甲烷排放量，基于 Ｚｈａｎｇ 等学者制备的 ２０１５ 年 ５００ｍ 全国稻田分布空间数据［３３］，将稻田甲烷排

放因子的空间尺度从省级层面提升到栅格层面，进一步提升和优化了我国 ２０１５ 年稻田甲烷排放量的精度。
基于本文估算的我国不同区稻田甲烷排放总量，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区域稻田减排的政策建议。 主要如

３３８９　 ２１ 期 　 　 　 夏唯一　 等：基于优化 ＩＰＣＣ 方法的中国稻田甲烷排放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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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① 我国典型水稻区域甲烷排放量呈现出从东南到西北逐渐递减的趋势，主要排放区域集中在我国的华

中、华南以及华东地区。 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厘清影响各区域稻田甲烷排放的主要因素，分区制定

减排政策，坚持统筹协调的原则。 ② 由于不同的秸秆还田方式对于稻田甲烷排放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所以

各地区应进一步优化稻田秸秆还田的比例和方式，实践“水稻丰产—甲烷减排”协同理论。 ③ 完善农田基础

设施，培养农户的养地意识，逐步恢复耕地地力，重视多熟制技术的引进和推广，进一步缓解熟制缩短的问题。
同时，当地政府还需要落实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完善耕地流转机制，从而提升

水稻种植的经济效益和规模效益。 通过完善水稻种植的惠农补贴政策，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调动农民

种田养田的积极性。
综上，在基于 ＩＰＣＣ 清单方法进行稻田甲烷排放量估算研究中，对排放因子，尤其是稻田分布数据的精细

度方面，相较于其他研究有所提升，但受限于经济活动数据的可用性及准确性，研究在稻田有机肥和淹水参数

上进行了简化。 稻田甲烷排放总量与稻田分布数据密切相关，但由于当前缺乏统一分辨率的长时序的稻田类

型数据，因此在统一不同稻田数据尺度时可能带来误差。 未来在相关高精度数据的支持下，研究将进一步拓

展到长时续的稻田甲烷排放量估算，为我国温室气体排放估算以及区域气候管理等政策提供数据参考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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